
治理研究

　　主持人语：本期“乡村振兴专栏”发表的三篇论文，涉及农村劳动力外流、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和乡村文化复兴等乡
村振兴的重要议题，反映了对中国“三农”问题的前沿学术探索。《劳动力外流、农村集体行动与乡村振兴》一文探讨

劳动力外流对于农村集体行动的复杂影响机制，揭示劳动力外流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政策调节来缓解甚至扭转，为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了理论诠释和政策启示。《乡村治理及其转型的产权逻辑》一文从土地产权视角分析乡村治

理转型，指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度框架内的农地确权改革，推动由亲缘地缘所维系的传统村社治理走向契约化、正

式化和法制化的现代乡村治理。《乡村文化振兴与共同体重建：基于浙江省诸暨市的案例分析》一文认为乡村文化振

兴的关键是乡村共同体重建，通过人才回流、组织重建、活动重聚、空间再造和价值文化重构，可以实现乡村文化复兴

进而带动乡村整体的振兴。三篇论文都是从基础理论层面透视当代中国农村发展与治理问题，呈现了中国农村经

济、制度和文化变迁的深层逻辑，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中国乡村振兴的历史进程和可行路径。

史志钦（清华大学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研究院）

劳动力外流、农村集体行动与乡村振兴

王亚华　苏毅清　舒全峰

　　摘　要：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须高度重视因大规模劳动力外流所导致的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
问题。基于国际集体行动理论和社会生态系统（ＳＥＳ）框架，以农村灌溉集体行动为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
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深层机制，研究发现：劳动力外流经由抽离村庄领导力、破坏村民积累社会资本、

削弱农民的村庄归属感，以及降低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等中介机制，对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产生综合性

负面影响；但是，劳动力外流对村庄的领导力、村民间的社会资本、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以及农民对农业

资源的依赖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理论上可以通过政策调节来缓解甚至扭转。研究结论为制定乡村振兴

的公共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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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乡村衰落是个全球性的难题，缘起于城乡发展的不平衡引发的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

动。从１９６０年至２０１６年的半个多世纪里，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农村人口分
别减少了７３％、４４％、１８％和４７％（Ｌｉｕ和 Ｌｉ，２０１８：２７５－２７７）。以中国为例，２０２０年，中国农民工总
量高达２．８６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１．７亿人，占农村户籍人口比例为２１．８％。中国农村的外出务工
者，绝大多数是村里有生产经营能力、有开拓精神或年轻力壮的农民，他们既是村庄建设的主力军，也

是乡土文化与传统的继承者。随着这些年轻劳动力相继离开村庄，以乡土社会为基础的农村经济社

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空心化、老龄化和非农化等现象在农村日益严重，导致中国部分地区在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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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突飞猛进的同时乡村却逐渐走向衰落：农业产业化发展和现代农业生产体系因缺乏高质量的劳动

力而导致出现生产性衰落（叶兴庆，２０１８：６５—７３）；城乡教育差距持续扩大、传统乡土文化和社会资
本日趋淡薄，越来越多的农民脱离农业和农村，造成各种生产性要素从农村加速逃离，带来更具挑战

性的社会性衰落（朱启臻，２０１８：２１—２７）；在经济社会转型以及农村社会结构变迁背景下，农村基层
组织制度型权力弱化和公共资源产权碎片化现象日益突出，导致农村的基层治理陷入了“政府失灵”

“市场失灵”和“社会失灵”并存的困局，形成了制度性衰落（王亚华等，２０１６：２３—３０）。
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的新国家战略，并将其作为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这

是对中国正面临的乡村衰落挑战的及时响应。中国部分农村地区面临的乡村衰落，特别是社会性衰

落和制度性衰落，其本质是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普遍下降，它是导致农村生态环境恶化、生产生活凋

敝、乡土文化式微、自组织能力低下、村民合作困难、管理制度失效的根本原因。因此，中国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如何克服大规模劳动力外流所导致的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难

题。本文将利用ＣＩＲＳ农村调查数据和田野调查案例探索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内在
机制，尝试系统揭示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的主要原因，进而为促进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一定

的理论参考和政策启示。

鉴于灌溉是发展农业生产的必要工程，是农村典型的公共事务，其涉及农村中不同区域间的相互

协调，需要组织民众广泛参与，并进行持之以恒的管理，其管理过程体现为如何有效地组织起灌溉集

体行动的过程（Ｏｓｔｒｏｍ和Ｇａｒｄｎｅｒ，１９９３：９３－１１２；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９９：２７８－２８２；Ｃｏｘ，２０１４：２１３－２２２）。而
中国作为世界上水资源最紧缺的国家之一，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２２４０ｍ３，特定的自然条件决定了灌
溉这项公共事务自古以来都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有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因此本文的实

证部分将以灌溉集体行动为研究对象。

二、机制与理论假说

集体行动是公共事务治理的核心内容，而乡村衰落的实质恰恰是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农

村集体行动的形成源于人们需要对农村中的公共事务进行治理，就共同面对的行动问题（比如灌溉

问题）进行协商，并通过相应的制度安排实现公共品供给（如渠道维护），来增进共同利益（Ｏｌｓｏｎ，
２０１７；Ｏｓｔｒｏｍ，１９９０）。本文借鉴国际集体行动理论的最新成果，探寻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能
力下降的具体机制，并建立理论分析框架。

（一）集体行动与社会生态系统（ＳＥＳ）框架
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关于如何形成有效的集体行动，国际学术界已经产生了丰富的研究成果，

先后发展出了三代集体行动理论（Ａｒａｒａｌ和Ｏｓｔｒｏｍ，２０１４：１１－２３）。本研究主要基于第二代集体行动理
论的成果进行理论建构。第二代集体行动理论的突出成果是对集体行动的系统诊断框架的开发

（Ｏ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７：１５１８１－１５１８７）。目前，用于系统诊断人类集体行动的常用分析框架是制度分析与发展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ＡＤ）框架和社会生态系统（Ｓｏｃｉａｌ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ＳＥＳ）框架。
ＩＡＤ框架和ＳＥＳ框架提供了一种研究复杂社会生态系统的结构性方法（Ｏ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９：４１９－４２２）。本文
选择ＳＥＳ框架来构建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理论，图 １呈现了 ＳＥＳ框架的内部结构
（Ｍｃｇｉｎｎｉｓ和Ｏｓｔｒｏｍ，２０１４：３３）。将劳动力外流归为代表宏观环境中的经济社会发展背景变量，即将
劳动力外流视为宏观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外部冲击。而寻找这种外部冲击所引起的农村集体行动能

力下降的具体机制，则需要对社会生态系统进行更精确的描述和更细致的分解。表１所示为劳动力
外流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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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社会生态系统（ＳＥＳ）框架第一层级变量及其关系示意图

表１　劳动力外流背景下的农村社会生态系统

第一层级变量 第二层级变量

社会、经济、政治背景（Ｓ）
Ｓ２－人口趋势
Ｓ２－ａ劳动力外流

资源系统（ＲＳ） 无变化

治理系统（ＧＳ） 无变化

资源单位（ＲＵ） 无变化

行动者（Ａ）

Ａ１－相关行动者数量
Ａ２－行动者的社会经济属性
Ａ２－ａ村民间的异质性
Ａ３－
Ａ４－
Ａ５－行动者的领导力／企业家精神
Ａ５－ａ创新与规划能力
Ａ５－ｂ榜样与示范作用
Ａ５－ｃ组织与动员能力
Ａ６－社会规范／社会资本
Ａ６－ａ社会资本
Ａ６－ａ－１信任
Ａ６－ａ－２关系网络
Ａ６－ａ－３行为规范
Ａ６－ｂ村庄归属感
Ａ６－ｂ－１身份感
Ａ６－ｂ－２奉献感
Ａ６－ｂ－３认同感
Ａ７－
Ａ８－资源的依赖性
Ａ９－

行动情境：互动（Ｉ）→ 结果（Ｏ）

Ｉ５－投资活动
Ｉ５－ａ参与灌溉设施筹建和修缮的积极性
Ｏ１－社会绩效测量
Ｏ１－ａ灌溉集体行动的成败

相关的生态系统（ＥＣＯ） 无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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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分解性（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是 ＳＥＳ框架的特点之一。遵循制度复杂性和多样性的原则，ＳＥＳ框架
的可分解性为研究不同情境下的集体行动问题提供了理论线索。如表１所示，劳动力外流对 ＳＥＳ系
统中的子系统或具体变量的影响，可能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１）劳动力外流将显著减少资源使
用者数量；（２）劳动力外流将显著影响村庄的领导力水平，尤其表现为对行动者在创新与规划能力、
榜样与示范作用、组织与动员能力等方面的影响；（３）劳动力外流将显著影响村民的人力资本积累水
平，尤其表现为对人们之间信任程度、关系网络紧密度和行为规范执行度的影响；（４）劳动力外流将
显著影响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尤其表现为人们对村庄的身份感、奉献感和认同感等方面的影响；

（５）劳动力外流将显著影响人们对于农业资源的依赖性；（６）劳动力外流将显著影响村民之间的异质
性。由于劳动力外流对于农村社会生态系统的以上影响，将使得村民对于公共治理的投资意愿发生

变化，如参与灌溉设施筹建和修缮的积极性产生变化，由此导致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变化，进而对农

村社会和乡村治理产生深刻影响。

（二）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机制

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６）与苏毅清等（２０２０：１８５—１９７）的研究证明了劳动力外流对农村集体行动能力存在
负向影响，但是并未全面揭示这一因果效应背后的机制，本文旨在对这一影响机制作进一步探究。基于

表１所示的ＳＥＳ框架的分析，本文认为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主要源自劳动力外流通过五方面机制
对农村集体行动所产生影响。本文以灌溉集体行动为例，结合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ＣＩＲＳ）２０１６年
的村庄访谈资料、实地调查数据与理论文献，阐释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五种可能机制。①

１．机制一：劳动力外流→领导力→集体行动
领导力是形成集体行动的关键变量（ＭｅｉｎｚｅｎＤｉｃｋ等，２００２：６４９－６６６）。按照公共领导力衡量

指标的经典分类：以身作则、共启远景、使众人行、激励人心、挑战创新（库泽斯，２００７），本研究将领导
力进一步归纳为创新与规划能力、榜样与示范作用和组织与动员能力三个方面。当一个品德高尚的

或值得信任的个体加入集体行动时，集体的沟通成本和组织成本将会下降，其他人在这个人的影响下

将更乐意加入集体行动（Ｋｏｌａｖａｌｌｉ，１９９５：１９３３－１９３８）。对印度灌溉系统进行的研究表明，大学毕业
生和地方长老所表现出的领导力，对当地灌溉系统的建立和维护（即集体行动的成功）起到了重要作

用（ＭｅｉｎｚｅｎＤｉｃｋ，２００７：１５２００－１５２０５）。
劳动力外流带走了很多在农村治理中发挥组织与协调作用的精英人才，同时加剧了农村的老龄

化，降低了村庄人口的平均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从而对农村集体行动产生了负面影响。ＣＩＲＳ的村
庄调查中发现，劳动力外流导致了村庄内领导力的急速流失，使得村庄内的集体行动难以开展。在河

南省的ＹＧ村，劳动力外流几乎抽离了村庄中所有有能力组织集体行动的领导人才。虽然村里也有
个别能人能够主持修路等公共事务，但在集体灌溉的组织、集体灌溉设备的筹建和维护方面却体现出

了较为明显的创新与规划能力的缺乏，以及组织与动员能力的不足。河南省的 ＷＺ村与 ＹＧ村的情
况类似，而江西省的ＨＮ村和河南省的ＹＬ村在劳动力大量外流的情况下，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领导
力流失。上述受调查村庄的灌溉集体行动并不成功，由此可见，劳动力外流可能会引发村庄领导力的

流失，进而导致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２．机制二：劳动力外流→社会资本→集体行动
社会资本是影响集体行动的重要变量（Ｂａｒｄｈａｎ，１９９３：８７－９２；Ｓｔｅｒｎ等，２００５：３３６－３４６）。社会

资本可从信任程度、关系网络和行为规范的执行三个层面进行考察（Ｐｕｔｎａｍ等，１９９４）。社会资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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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部分所引用的村庄案例，均来自２０１６年７月—９月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组织的全国性农村调研。其中清
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刘贤春、高瑞，清华大学水利系的王慧杰、刘中祥、王帅奇，清华大学新闻系的马姚姚以及

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张明慧，主要参与了本文所引案例的访谈与整理。



影响成员投身于集体行动的信心，即社会资本水平越高，成员之间对彼此参加集体行动的信心越足，

于是集体行动就更容易形成（Ｐｒｅｔｔｙ，２００３：１９１２）。具体到农田水利方面，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农民用
水户协会的灌溉集体行动能力越强（Ｌｉ和 Ｌｉ，２０１１：３９１－４０５）。

ＣＩＲＳ的村庄调查中发现，大规模的劳动力外流削弱了村民所积累的社会资本，进而对农村的集
体行动能力产生影响。在江西省的ＬＴ村，村民大量外出务工使得村民之间的关系逐渐松散，人们相
互间的信任程度出现下降，造成该村的公共事务很难协调，许多村民不得不放弃集体灌溉，转向打井

或抽水的个体方式来解决灌溉需求。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江西省的ＨＮ村。此外，河南省的 ＹＬ村、
ＹＧ村和ＷＺ村，在村庄劳动力大规模外流的影响下，则集中体现了村民间关系网络破碎的现象。上
述受调查村庄的灌溉集体行动均不成功，由此可见，劳动力外流可能会削弱村民所积累的社会资本，

进而导致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３．机制三：劳动力外流→村庄归属感→集体行动
社区归属感（ｓｅｎｓｅｏｆ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是形成集体行动的催化剂（Ｍａｎｎａｒｉｎｉ和 Ｆｅｄｉ，２００９：２１１－２２７；

Ｋｌａｎｄｅｒｍａｎｓ，２０１４：８８７－９００；Ｃｈａｖｉｓ和 Ａｂｒａｈａｍ，１９９０：５５－８１）。人们对社区归属感的定义可分为
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身份感，即居民是否感觉自己属于这个社区，愿意长久居住并且承认自己是其

社区的居民；其二，认同感，即居民是否对社区发生的事情感兴趣，并认为这些事情同自己息息相关；

其三，留恋感，即当居民要迁出社区时，是否会对该社区感到留恋和依依不舍；其四，奉献感，即居民是

否愿意为社区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Ｋａｓａｒｄａ和 Ｊａｎｏｗｉｔｚ，１９７４：３２８－３３９）。村庄归属感的
增强能够促进村民参与村庄集体行动（Ｃｉｃｏｇｎａｎｉ等，２００８：９７－１１２）。

ＣＩＲＳ的村庄调查发现，在ＨＮ村、ＬＴ村以及ＷＺ村，村民们虽然认可自己作为村庄村民的身份，觉
得村庄的事务与自身息息相关，但是并不会因此而感到荣幸或者自信，也不愿意长久在村庄居住。他们

中的许多人也已不太愿意为村庄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也就是说，劳动力外流引发了村民对于村庄

归属感的大幅降低，即村民常说“渐渐的没了乡愁”，这也会导致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４．机制四：劳动力外流→资源依赖性→集体行动
对资源的依赖程度越高，人们越容易形成集体行动；而对资源依赖程度的降低会削弱人们参与集

体行动的动机（Ｏｓｔｒｏｍ，２０００：１７２－２１３）。目前，全国农户的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已经不到
２０％，农户对农业的依赖性降低会导致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意愿下降。

ＣＩＲＳ的村庄调查发现，在江西省ＨＮ村，由于外出务工人员不断增多，农民的务工收入占家庭收
入的比重在不断增加的同时，务农收入占家庭收入的份额逐渐减少，导致农户对于村庄灌溉集体行动

的依赖性降低。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大部分的受调查村庄中。由此可见，劳动力外流可能会降低村

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程度，进而导致农村的集体行动能力下降。

５．机制五：劳动力外流→村民间经济异质性→集体行动
经济社会异质性也会成为影响集体行动成败的关键变量（Ａｄｈｉｋａｒｉ和 Ｌｏｖｅｔｔ，２００６：４２６－４４５；

Ｓｔｉｇｌｉｔｚ，２０１２；Ｊａｎｓｓｅｎ和Ａｎｄｅｒｉｅｓ，２０１３：４２７－４４７）。农户家庭收入和社会文化特征的异质性增强，会
导致村民对农村公共事务的需求出现分化，增加集体行动的难度。在印度，随着农户耕地数量的异质

性降低，参与集体灌溉组织的农户数量随之增加，灌溉集体行动由此也越容易达成（Ｅａｓｔｅｒ和
Ｐａｌａｎｉｓａｍｉ，１９８６）。在中国，村民异质性的增加，可能是导致小微水利遍地开花的重要原因（苏毅清
等，２０２０：１８５—１９７）。

ＣＩＲＳ的村庄调查发现，在劳动力不断外流的影响下，近年来河南省 ＷＺ村的村民之间收入差距
明显拉大，经济条件好的农户更不乐意参加集体灌溉设施的修建和维护，很多农户选择了打井或自购

提水设施解决自家灌溉需求。由此可见，劳动力外流有可能会加剧村民间的异质性，进而导致农村集

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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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劳动力外流可能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五种机制，所提供的例证均为没有成功达成集体行

动的村庄。在ＣＩＲＳ的村庄调查中，也观察到了一些在灌溉集体行动方面，相对比较成功的村庄，可
为上述假设机制提供进一步佐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ＳＴ村是一个典型的劳动力外流程度较低的村庄，由于劳动力外流程度较低，
上述各项影响灌溉集体行动的因素并没有朝着不利的方向发展，所以上述五种机制未见实现触发，该

村的集体灌溉方式总体保持良好。湖南省 ＳＸ村是为数不多的在村庄存在大规模劳动外流的情况
下，集体灌溉还能运作良好的村庄。究其原因，一方面，ＳＸ村的村支书因为有大学生村官经历，是县
里重点培养的基层骨干。因此在上级部门的培养和支持下，该村支书对村里的公共事务展现出很好

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创新规划能力。另一方面，ＳＸ村是其所在县保存完好的侗寨之一，在少数民族特
有的文化氛围下，村民之间信任度高，人与人之间互相分享着“感情深，家乡是唯一的根”的朴实观

念。因此，优秀的领导力、良好的社会资本和村民归属感，使 ＳＸ村一直能维系集体渠灌方式，对灌溉
设施的筹建和修缮等活动能够顺利进行。ＳＸ村的案例说明，若能够通过有效的方式，避免一些关键
影响变量朝着不利方向发展，就有可能扭转劳动力外流带来的不利趋势，维持农村的集体行动能力，

避免乡村衰落的命运。

表２总结了上述７个ＣＩＲＳ调查村庄在劳动力外流的情况下，领导力、社会资本、村庄归属感、资
源依赖性、村民间异质性之间的变化与村庄灌溉集体行动之间的直观关系。

表２　劳动力外流引发的关键因素的变化情况

灌溉集体行动是否成功
ＨＮ村
否

ＬＴ村
否

ＹＬ村
否

ＹＧ村
否

ＷＺ村
否

ＳＸ村
是

ＷＬ村
是

社会、经济、政治背景（Ｓ）
劳动力外流（Ｓ２－ａ） ４５．１６％ ４０．００％ ５１．７２％ ８６．２１％ ４４．４４％ ５６．５％ ６．６７％
行动者（Ａ）
领导力（Ａ５）
创新与规划能力（Ａ５－ａ） ↓ — — ↓ ↓ ↑ —

榜样与示范作用（Ａ５－ｂ） — ↓ ↓ ↓ ↓ ↑ —

组织与动员能力（Ａ５－ｃ） ↓ — ↓ ↓ ↓ ↑ —

社会资本（Ａ６－ａ）
信任（Ａ６－ａ－１） ↓ ↓ — — — ↑ —

关系网络（Ａ６－ａ－２） ↓ ↓ ↓ ↓ ↓ ↑ —

行为规范（Ａ６－ａ－３） — — — — — ↑ —

村庄归属感（Ａ６－ｂ）
身份感（Ａ６－ｂ－１） ↓ ↓ — — ↓ ↑ —

奉献感（Ａ６－ｂ－１） ↓ ↓ — — ↓ ↑ ↓
认同感（Ａ６－ｂ－２） — — — — — ↑ —

资源依赖性（Ａ８） ↓ ↓ ↓ ↓ ↓ —

村民间异质性（Ａ２－ａ） — ↑ — ↑ ↑ — ↑
　　注：１．劳动力外流程度用外出务工人数占村庄劳动力比例表示；２．“—”表示调查中没有相关情况的反馈。

（三）理论假说

综上所述，劳动力外流对农村集体行动的可能影响机制，可以表述为以下６个理论假说：
首先，劳动力外流存在对农村集体行动的负面总效应：

Ｈ１：劳动力外流将降低农村的集体行动能力。
其次，若劳动力外流与农村集体行动之间的总效应存在，则有进一步的假说：

Ｈ２：劳动力外流造成了村庄领导力的流失，进而导致了农村的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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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３：劳动力外流削弱了村民积累的社会资本，进而导致了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Ｈ４：劳动力外流淡化了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进而导致了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Ｈ５：劳动力外流降低了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进而导致了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Ｈ６：劳动力外流加剧了村民间的异质性，进而导致了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下降。
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通过实证分析对以上假说进行检验。

三、数据来源、变量选择与估计模型的构建

（一）数据来源

ＣＩＲＳ于２０１７年暑期在全国范围开展了农村问卷调查。此次调查的内容涵盖了农户与村庄基本
状况、基础设施与人居环境、土地宅基地与房屋、农田水利与灌溉、农村信贷保险、新产业新业态与返

乡就业创业、村庄治理与参与、贫困与脱贫，以及教育、医疗、养老情况等九大方面。各调研支队对选

定村庄的村干部进行访谈，并在村庄内抽取约２５个农户进行详细的问卷调查，最终共计共回收村庄
问卷８６５份，农户问卷１７９４９份。根据本研究的需要，在将数据进行清理，并将村和户两级问卷进行
精确匹配后，本文可以使用的有效样本为来自２０个省份的４８０个村庄的３７６４个农户观测值。

（二）因变量与核心自变量

因变量选取方面，文献中衡量灌溉集体行动的主要方式通常有两种：一种是产出法，即用集体行

动的结果来测量集体行动，例如，用灌溉设施的维护状况来度量集体行动的成效（Ｂａｒｄｈａｎ，２００１）。另
一种是过程法，即用集体行动的过程来测量集体行动，例如用成功组织的集体活动的数量（如集体游

说、渠道的维护）来度量集体行动的成效（Ｆｕｊｉｉｅ等，２００５：１７９－１８９）。本文根据过程法选取“农户参
与灌溉设施筹建与修缮的频率”作为衡量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因变量。

核心自变量选取方面，本文选用“村庄外出务工劳动力数量占村庄劳动力总数的比例”作为核心

自变量（Ｗａｎｇ等，２０１６：７９－９３）。
（三）中介变量

１．领导力
村庄的领导力是一个不易被观察到的潜变量。衡量领导力潜变量的１３个观测变量均采用五级

李克特量表，对村民开展主观评价调查，①经探索性因子分析（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ＥＦＡ），这１３
个观测变量均属于同一个维度下的变量。

２．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一个潜变量。基于“劳动力→社会资本→集体行动”的机制逻辑，以及社会资本组成的

定义，经探索性因子分析，选用信任、关系网络和行为规范两个维度来反映村民的社会资本积累情况。

３．村庄归属感
村庄归属感是一个潜变量。基于“劳动力→村庄归属感→集体行动”的机制逻辑，根据人们对社

区归属感的定义，经探索性因子分析，本文选用身份感与奉献感，以及认同感两个维度来反映受访村

民的村庄归属感情况。

４．资源的依赖性
对资源的依赖程度在本次调查中被列为一个比较容易被观测到的变量。依据调查问卷与访谈资

料，基于“劳动力→资源依赖性→集体行动”的机制逻辑，选取农户对“农业收入是否为农户家庭收入
的主要来源”的问题回应，来代表村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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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村民间的异质性
基于“劳动力→村民间异质性→集体行动”的机制逻辑，本文选取“村庄集体收入”来衡量村民间

的经济异质性程度。村庄集体收入越多，村庄就更有能力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上增加投入，从而使

所有村民平等地获得发展上的“可行能力”，从而降低村民间的经济异质性（贺雪峰，２０１５：１—６）。
本文认为，村庄集体收入越多，村民间的经济异质性越小，同质性越好。

表３显示了对本文所选用的潜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ｏｒｙｆａｃｔｏｒ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ＣＦＡ）的结果。
ＣＦＡ结果显示，本文所选取的观测变量的组合信度（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ｅｒｅ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ＣＲ）、平均抽取变异（Ａｖｅｒａｇｅ
ＶａｒｉａｎｃｅＥｘｔｒａｃｔｅｄ，ＡＶＥ）以及标准化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的数值均在可信的区间范围之内，说明各观测变量
均能够对潜变量形成良好的解释力度，保证了本研究定量分析结果能够具有良好的可信度。

表３　对潜变量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潜变量 观测变量
标准化

因子载荷

组合信度

ＣＲ
平均抽取变异

ＡＶＥ
标准化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

领导力

ＶＬ１ ０．７００
ＶＬ２ ０．７４４
ＶＬ３ ０．７４６
ＶＬ４ ０．７２９
ＶＬ５ ０．７２８
ＶＬ６ ０．７８９
ＶＬ７ ０．８１０
ＶＬ８ ０．７９２
ＶＬ９ ０．７６０
ＶＬ１０ ０．７２２
ＶＬ１１ ０．７２６
ＶＬ１２ ０．７３５
ＶＬ１３ ０．７２９

０．９４３ ０．５５９ ０．９４３

信任
ＳＣ１ ０．７５７
ＳＣ２ ０．８３４

０．７８１ ０．６４２ ０．７７４

关系网络与行为规范

ＳＣ３ ０．５５６
ＳＣ４ ０．７９３
ＳＣ５ ０．８１９
ＳＣ６ ０．５３７

０．７７６８ ０．４７４ ０．７６８

身份感与奉献感

ＶＳ１ ０．６９７
ＶＳ２ ０．７８２
ＶＳ３ ０．７２６
ＶＳ４ ０．７１３
ＶＳ５ ０．６１８

０．８３４ ０．５０１ ０．８３３

认同感
ＶＳ６ ０．７３３
ＶＳ７ ０．７３３

０．６９９ ０．５３７ ０．６９９

社会资本
信任 ０．４７４

关系网络与行为规范 １．０００
０．７３７ ０．６１２ —

村庄归属感
身份感与奉献感 １．０００

认同感 ０．５７７
０．７８９ ０．６６７ —

　　注：本文以 ＣＲ＞０．６，ＡＶＥ＞０．５，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０．６作为评判结果是否有效的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衡量关系网络和行为规范的观测变量的 ＡＶＥ值只实现了接近０．５，而未实现大
于０．５的状态。但鉴于衡量社会资本的两个测量指标（信任、关系网络和行为规范）的ＡＶＥ值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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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０．６１２，我们认为所选择的观测变量能够对社会资本变量形成良好解释。因此本文接受衡量关系
网络和行为规范的观测变量的ＡＶＥ值小于０．５的检验结果。

（四）估计总效应和中介效应过程中所使用的控制变量

在检验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具体机制之前，本文先对劳动力外流对农村集体行动的

总效应进行验证。此外，中介变量本身也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ＳＥＳ框架所包含的
影响集体行动的三类因素———自然地理特征、经济社会属性和通用制度规则（苏毅清等，２０２０：１８５—
１９７）———来设置本文的控制变量。本文对所选择的观测变量的描述性分析见表４。

表４　各观测变量的选择与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内容／观测指标 均值 方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灌溉集体行动 农户参与灌溉设施筹建与修缮的频率，

１＝不经常参加－５＝经常参加
２．９９５ １．１８３ １ ５

核心自变量

劳动力外流程度 外出务工劳动力占村庄劳动力总数的比例 ０．１６０ ０．２３１ ０ １
中介变量中的观测变量

资源依赖性 农业收入是否为农户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１＝是；０＝否
０．５５２ ０．４９７ ０ １

村民间异质性 连续变量，取对数 ０．０７７ ０．５６７ ０ ９
总效应中的控制变量

自然地理特征

村庄是否位于山区 １＝是；０＝否 ０．０７４ ０．２６２ ０ １
村庄是否中度缺水 １＝是；０＝否 ０．３９７ ０．４８９ ０ １
自家耕地距水源的距离 １＝很近；４＝很远 ２．６５０ １．１９４ １ ４
经济社会属性

村集体收入 连续变量，取对数 ０．０７７ ０．５６７ ０ ９
村庄离县城的距离 连续变量，公里 ２２．７７６ １７．４４６ ０．１ １１９
村庄总人口 连续变量，取对数 ７．５４４ ０．８４４ ５．０７５ ９．６１６
村庄总户数 连续变量，取对数 ６．２８６ ０．８４１ ３．８７１ ８．５１９
通用制度规则

村民对村组织制度设计的

评价

１＝不好；３＝很好 １．３７３ ０．５６８ １ ３

村庄很少发生用水纠纷 １＝非常不同意；２＝比较不同意；３＝同意；
４＝比较同意；５＝非常同意

３．５４６ １．０４１ １ ５

农户家庭特征

农户家庭平均劳动能力① 连续变量 ０．１１９ ０．１８１ ０．００５ １
户均年龄 连续变量，取对数 ３．６８４ ０．３６２ １．８４６ ５．５８
户均受教育水平 连续变量 ２．６４５ ０．８７０ ０．３３３ １９
其他控制变量

２０１６年土地转出面积 连续变量，亩 ０．３５１ １．４５６ ０ ５０
２０１６年入地转入面积 连续变量，亩 ０．９４９ １５．８７０ ０ ５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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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调查问卷中，农户的家庭成员会填写“参加生产劳动的情况（１＝不参加；２＝偶尔参加；３＝经常参加）”的问题。
在整理数据时，受访农户每个家庭成员填写的该项目数值相加，再除以其家庭成员总数，得到“农户家庭平均劳

动能力”的数值。



（五）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构建及其检验

如本文假说所述，劳动力外流可能通过领导力、社会资本、村庄归属感、资源依赖性和村民间异质

性五种中间传导机制对农村集体行动产生影响，进而造成乡村的衰落。通过构建中介效应模型来对

假说中的各项机制进行验证。由于本研究中所涉及的领导力、社会资本和村庄归属感这三个变量都

是无法直接观察到的潜变量，因此需要借助能够处理潜变量之间相互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来完成对

中介效应的估计。图２展示了本文构建的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多重中介效应路径。本文
采用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ｐｅｒｃｅｎｔｉｌｅ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ＣＩ来检验中介效应的显著性，以此来判断劳动力外流是否会通过领
导力、社会资本、村庄归属感、资源依赖性和村民间异质性这五个中介机制对农村集体行动形成影响。

图２　利用结构方程模型描述的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多重中介效应

四、实证分析与讨论

（一）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总效应估计

本文首先对劳动力外流对村庄集体行动的总效应进行了检验。表５显示了用于估计总效应的
ｏｒｄｅｒｅｄｐｒｏｂｉｔ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控制地区差异，逐步增加控制条件的情况下，劳动力外流对农
村集体行动逐渐体现出显著的负向影响，说明村民所在村庄的劳动力外流程度越高，则该村庄的村民

形成集体行动的可能性就越小。假说Ｈ１由此得证。该结果验证了劳动力外流是导致我国农村集体
行动能力普遍衰败的重要原因，因而在总效应层面，支持劳动力外流引发乡村衰落的经验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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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劳动力外流对村庄集体行动的总效应回归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４）

灌溉集体行动 灌溉集体行动 灌溉集体行动 灌溉集体行动

核心自变量

劳动力外流程度 －０．０３９ －０．１２８ －０．１９１ －０．１９１

（－０．５１） （－１．６７） （－２．４６） （－２．４４）
通用制度规则

村民组织制度设计评价 ０．３４０ ０．３４０ ０．３５５

（１０．９７） （１０．９４） （１１．３３）
村庄很少发生用水纠纷 ０．１０２ ０．０９５ ０．０９５

（５．１２） （４．７６） （４．７６）
经济社会属性

村集体收入（ｌｎ）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６
（０．９２） （１．０３）

村庄离县城的距离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７

（５．５５） （５．５４）
村庄总人口 ０．０８９ ０．０９８

（２．０８） （２．２８）
村庄总户数 －０．０９８ －０．１０５

（－２．４２） （－２．６０）
自然地理特征

村庄是否位于山区 －０．０９３
（－１．１６）

村庄是否中度缺水 ０．１１１

（２．９０）
农户耕地距水源的距离 ０．０１９

（１．２２）
农户家庭特征

农户的平均劳动能力 ０．０５４ ０．１０１ ０．０９７ ０．０９３
（０．６０） （１．０９） （１．０５） （１．００）

户均年龄（ｌｎ） －０．０４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２７ －０．０２７
（－０．７９） （－０．４９） （－０．５３） （－０．５３）

户均受教育水平 ０．０１３ ０．００３７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５
（０．６５） （０．２０） （０．５７） （０．８０）

省份虚拟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 ３７６４ ３７６４ ３７６４ ３７６４
Ｗａｌｄｃｈｉ２ ５９５．９０ ７７２．０３ ７９９．０２ ８２３．４９
Ｐｒｏｂ＞ｃｈｉ２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０
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５３３ ０．０６６７ ０．０７０８ ０．０７１９

　　注：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二）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机制分析

在劳动力外流对农村集体行动的负向总效应存在的前提下，我们进一步运用中介效应模型揭示

劳动力外流影响农村集体行动的内在机制。本文用于估计多重中介效应的结构方程模型的适配度指

标ＲＭＳＥＡ＝０．０５７，ＧＦＩ＝０．９２２，ＡＧＦＩ＝０．８９３，ＣＦＩ＝０．９２２，ＣＭＩＮ／ＤＦ＝１３．４０２，说明本文所建立的结
构方程模型的整体适配度可以接受。

图３显示了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由 ＭＰＬＵＳ７．２软件输出的多重中介效应模型的中介路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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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果上看，代表直接效应的 栏对应的所有数值始终为负且并不显著，而代表中介效应的 栏中，

领导力、村庄归属感、社会资本和资源依赖性的中介效应均表现出了显著的负向效应。因此，本文对

中介效应的估计结果属于完全中介效应。此时，总效应的数值等于各中介效应数值的总和（ ）。

图３　多重中介效应路径图
注：１．，， 表示估计值在９９．５％、９７．５％ 和 ９５％的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的置信区间内显著；

２．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１０００；３．各控制变量的路径系数没有在表中给予报告；４．控制资源依赖度的控制变量有“村庄是否处
于平原和”“近三年本村是否缺水”“村庄劳动力总数”“农户家庭平均劳动能力”“土地转出面积”和“土地转入面

积”；控制村民间异质性的控制变量有：“村庄劳动力总数”“村庄总人口”“村庄总户数”“村庄是否处于平原和”“土地

转出面积”“土地转入面积”“村庄离县城的距离”和“农户家庭平均劳动能力”。仅显示主要路径的估计系数。

１．直接效应分析
一个值得注意的变化是，在将总效应进一步分解为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后，或者说在排除了中介

效应的干扰后，劳动力外流对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影响，由显著的负向总效应变为了不显著的负向直

接效应。这样的结果，从变量之间更本源的关系层面，证明了劳动力外流并不必然导致乡村衰落。而

之前研究中的劳动力外流导致乡村衰落的观点，是在中介机制的负向效应的影响下，所表现出来的受

干预的结果。

２．中介效应分析
检验发现，领导力、社会资本、村庄归属感和资源依赖性所在中介机制的中介效应 均在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ｐｉｎｇｂｉａｓｃｏｒｒｅｃｔ９９．５％ ＣＩ上显著，进而根据各机制路径的估计系数 和 的方向和显著性可

知，劳动力外流具体通过引发———领导力的流失、社会资本的削弱、村民归属感的淡化，以及村民对农

业资源依赖性下降———这四种机制，对农村集体行动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假说 Ｈ２、Ｈ３、Ｈ４、Ｈ５得
到验证。而劳动力外流通过引发村民间异质性程度的增加对农村集体行动产生影响的中介机制未通

过统计检验，假说Ｈ６未得到证明。进一步观察中介效应的占比可以发现，劳动力外流通过领导力对
农村集体行动产生影响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最高，达３８．４６％，其次为社会资本中介效应，占
比为３０．７７％，村庄归属感和资源依赖性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２３．０８％和７．６９％。

由此可见，劳动力外流与农村集体行动，以及乡村衰落之间的关系在本质上并不是对立的，劳动

力外流本身并不是乡村衰落的直接原因，而劳动力外流所引发的领导力的流失、社会资本的破坏、村

民归属感的淡化和村民对农业资源依赖性的下降，才是最终引发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和乡村衰落

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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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灌溉集体行动为例，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劳动力外流本身并不必然导致乡村衰落，现实中

观察到的乡村衰落的种种表征，主要是通过劳动力外流通过抽离村庄领导力、破坏村民间的社会资

本、削弱村民的村庄归属感，以及降低农民对农业资源依赖性等机制，对农村集体行动产生了负面的

影响，进而累积形成了乡村衰落的后果。劳动力外流对村庄的领导力、村民间的社会资本、村民对村

庄的归属感，以及农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理论上是可以通过政策调节来缓解甚

至扭转的。这就为制定乡村振兴的公共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政策依据。

农村集体行动的兴衰，必将决定着乡村振兴的成败，并深刻影响国家治理的前途与命运。未来的

中国，每年仍将有近千万人口从农村迁入城市，农村的人口将从目前的５．１亿进一步减少到２０３５年
的４亿左右，以及２０５０年的３亿左右，劳动力外流的过程远还没有结束。在此情况下，提升中国农村
集体行动能力，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应以“干预扭转负面机制，促进加强正面机制”作为政策思

路，统筹推进乡村的“五个振兴”。① 具体而言，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至少有以下五

个方面的政策含义。

首先，加强乡村领导力建设，推进人才振兴。提升村庄的领导力，应作为劳动力外流背景下扭转

农村集体行动能力下降的首要路径。目前，国家实施的“第一书记”制度安排，在有效地改变村庄贫

困现状的同时，也促进了村庄集体行动能力和乡村治理水平的显著提升（舒全峰等，２０１８：５１—６５）。
此外，各地区还大胆的开展了诸如“企业家村官”“村医村教”进“两委”“乡贤理事会”等治理实践，本

质都是对村庄领导力的“反向注入”与补充。未来在劳动力外流的背景下，提升村庄领导力的核心任

务是探索实践新型的领导力结构，以使得自上而下的党政力量与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能够在村庄实

现有机融合。

其次，发展繁荣乡村文化，推进文化振兴。增进村民社会资本的积累，必须加强农村的社会文化

建设。乡村文化的繁荣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任务，在短期内繁荣发展乡村文化应注重加强农村

思想道德建设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中期以传统农耕文化的继承和农民精神风貌的提升为重

点；在长期注重将乡村的生态环境和社会治理纳入到乡村文化的建设当中，形成人文文化、自然文化

与社会文化的良性互动，使乡村实现从物质振兴到精神振兴的方向发展，以此来推动乡村的文化振

兴，恢复乡村的社会资本积累，由此振兴农村的集体行动。

再次，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进组织振兴。一直以来，传统单家独户的分散经营模式所形成

的只“分”不“统”的生产、组织以及治理观念，使得村集体成员对于村集体的观念不断丧失，进一步导

致了人们对村庄归属感的下降。目前全国多地依据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分类推进的原则进行探索。

江苏省、贵州省、四川省等地试行的“三变”改革，山东省、安徽省、江苏省等地探索出的村集体领办、

联耕联种等新型经营体制，走出了“三权分置”制度框架下的“统分结合”新路径。这些尝试强化了农

民在村集体中的身份意识、主体意识，增强了村民对村庄的归属感，相关经验值得总结推广。

第四，发展壮大乡村产业，推进产业振兴。提升村民对农业资源的依赖性，应着力发展壮大乡村

富民产业，在宏观层面继续深入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在产业层面不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在保障粮食安全、优化农业结构、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的基础上，大力发展适度规模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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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２０１８年３月８日，习近平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深刻认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扎扎实实把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好。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五个振兴”的科学论断：即乡村产业

振兴、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文化振兴、乡村生态振兴、乡村组织振兴。



营与农业社会化服务相结合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并根据不同地区农村的特点，结合村庄具体的资源

禀赋来发展乡村富民产业，提升农民对于农业资源的依赖性，进而增进农村集体行动。

第五，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推进生态振兴。克服劳动力外流对农村集体行动和乡村发展所

带来的负面影响，需要大力推进劳动力的城乡互动，积极引导劳动力向农村反向回流，促进城乡融合

发展。乡村相对于城市而言，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拥有山、水、林、田、湖、草所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因

此应持续推进改善乡村村容环境、生态环境的公共政策，努力发挥乡村的功能和优势，吸引更多劳动

力主动回流，从而促进农村集体行动的复兴。与此同时，农村集体行动能力的增强也将对乡村的生态

振兴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本文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分析视角。全球很多国家在现代化和城市化推进过程中，都

面临着劳动力从农村流动到城市而伴随的乡村衰落问题。本文研究揭示，劳动力外流并不必然导致

乡村衰落，关键是能否做出恰当的政策响应，来缓解甚至扭转劳动力外流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本

文的研究结论为统筹推进“五个振兴”的科学论断提供了理论阐释，可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

论启示和政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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